
經濟與社會

演化為官府權貴型的「公社主」，鬆散

型的「黑鄉」演化為緊密型的農村公社

（ ，音譯「米爾」），而鬆散型的

諸侯聯盟與霸主政治也演化為中央集

權專制國家，近古俄國的傳統體制至

此遂告成立。在這一體制中，農民隸

屬於公社，公社隸屬國家，而國家將

其賜予貴族並形成公社社員與農奴的

身分合一，從而實現專制國家對包括

貴族與農民在內的全部臣民的嚴格控

制。於是，俄國成為一個「公社世

界」1。具有基層政權與經濟組織雙重

職能（即「政社合一」）的米爾公社，除

了具有土地公有、份地平均、定期重

分的基本特徵外，還具有勞動組合、

共耕地、強制輪作、強制聚居、連環

保、賦稅統徵（即徵賦對社不對戶、

貧戶所欠富戶補的「大鍋飯」式稅

制）、份地—身分合一乃至公倉、公

匠、公牧等傳統2。而米爾原則不僅

支配À鄉村，也存在於城市（俄國式

行會就是米爾的城市版）。因此正如

當時官方宣布的：「米爾是俄國人民

的特點，侵犯米爾就侵犯特殊的俄羅

近年來，我國的「農民工業」有

了驚人的發展，由此出現了種種浪

漫的解釋。然而在浪漫之餘，我們

不應忽略某些簡單的事實，為此看

一下世界史上的同類案例似乎是必要

的。十九世紀俄國或許就是這樣的

案例。

一　「公社世界」的危機
　　與身分壁壘

馬克思認為前資本主義社會是

「以共同體為基礎」的，諾貝爾經濟學

獎得主希克斯（J. Hicks）認為「前市場」

的傳統經濟是「習俗—指令經濟」。這

些前近代社會的特點實具有普世性，

而農奴制改革前的俄國正是這樣一個

典型的社會。通過十四至十六世紀俄

國的公社化、農奴化、專制集權化三

位一體的進程，古典羅斯的農戶地產

演化成了「公社份地」，自由農民演化

成了農奴，准私有的世襲領地演化為

國家分授的封地，古典色彩的「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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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經濟與社會 斯精神，公社自古存在，它是凝結俄

國人民生活的水泥。」3

在這個「公社世界」[，個人依附

於共同體，而共同體的一般成員則依

附於共同體的人格化身（從「公社主」

貴族到「公社之父」沙皇）。前者既受

其嚴厲的束縛，又處於其「保護」之下。

它既能保證傳統權貴從統治 —服從

關係中得到各種等級的待遇，並形成

森嚴的等級—身分壁壘，又可以在農

民中「抑強扶弱」，防止競爭與分化。

共同體給每個人都安排了不容競爭也

不可改變的位置，即載諸戶籍、世代

相傳的身分等級。那時的「農民」等級

分為「國有農民」、「宮廷農民」與

「領地農民」三個亞等級，前兩者有村

社與國家（皇室）兩個「主子」，而人數

最多的「領地農民」還有第三個主子即

領主（「公社主」）。農民要離村外出，

須首先經村社批准，徵得領主同意並

交納額外代役租（外出「掙錢」須給主

人好處作為批准費），然後可到官廳

領取短期外出護照。在這一過程中，

村社、領主與官廳哪一關過不去都不

行，否則便是盲流——逃亡農奴，會

受到追捕。在傳統狀態下，農民事實

上是很難離村的。

然而「公社世界」中雖然缺少公民

個人權利，卻不缺少物欲。十七世紀

後期市場之潮漸興。蓄之既久，其發

必速，被禁錮在公社中的俄國人在市

場經濟初臨時，就爆發了一場西方人

都深感吃驚的「全民經商」之潮，「俄

國各階層普遍參加買賣活動，造成過

份激烈的競爭」。小本經營的零售小

店鋪、小貨攤隨處可見，多是農民或

手工業工人在出售自製產品或是躉購

來的商品。中等商人經營食鹽、毛皮

與穀物生意，有時也開辦ï粉廠、釀

酒廠和鹽場。像斯特羅甘諾夫家族那

樣財力雄厚的企業家為數極少。這個

家族的商業活動範圍北起阿爾漢格爾

斯克，西至莫斯科，中貫伏爾加河流

域，東貫西伯利亞全境。就連沙皇本

人也大肆參加交易活動。以至於當時

的奧地利駐俄大使從一個貴族普遍輕

商的國家初入莫斯科時，不免在送交

國內的報告中對俄國的世風咋舌稱

奇：「一切有身分的人，甚至連奉派

出使外國君王的大使都在公開經商。

他們買進賣出或進行交換而毫無愧

色，使他們令人肅然起敬的顯赫聲威

拜倒在貪欲的腳下。」4

「父不父」則「子不子」，在上既如

此德行，在下亦難以自安。到了十八

至十九世紀之交，危機開始顯露。首

先是農民改業離農者日眾，導致與農

村公社並行的身分等級制度生了變

化。當時俄國人中的諸等級，乃至亞

等級仍然不可改變，各等級的法律地

位與社會職能有明確規定：「在這個

國家[，每一個等級都有它的作用：

僧侶祈禱、貴族負責戰爭與和平，農

民耕地養活人民，商人提供人們所需

要的東西。」5跨等級謀職是不許可

的，而作為農奴的農民等級更是連離

開村子都要向當局領取護照。但隨À

市場經濟的初興，社會流動增大，身

分等級遂與職業逐漸分離。如十八世

紀晚期的「商人」等級中，「有50%只

是在法律上屬於商人階層，實際上他

們居住鄉村，從事農業和做傭工」6。

而另一方面，農民等級（即

農奴—村社社員身分或有「農民」戶籍

者）中卻逐漸有越來越多的人放棄農

業，他們或者「離土不離鄉」，或者成

了非正式城市居民。但無論在城在

鄉，他們都是「離土不離農」，即雖已

不從事農業，但卻仍持有「農民」戶

籍，在村社中擁有（或者說被分攤有）

十七世紀後期，被禁

錮在公社中的俄國人

在市場經濟初臨時，

爆發了一場西方人都

深感吃驚的「全民經

商」之潮，就連沙皇

本人也大肆參加交易

活動。當時的奧地利

駐俄大使對俄國的世

風咋舌稱奇。



俄國農奴的 151
「離土不離鄉」

份地，在法律地位與人身權利上受到

種種歧視。然而他們卻以其在市場經

濟下激發出來的個性、進取心和「置

於逆境而後順」的精神，同時也以擺

脫傳統道德與共同體行為規範的那種

「不擇手段」的方式迅速創業，勢頭猛

勁。他們在充滿了因等級壁壘和壟斷

性而造成的怠惰風氣的俄國經濟生活

中形成了異軍突起之勢。與這些迅速

崛起的農民企業家並行的，還有日益

增多的「農民工人」——即是在「農民

企業」、市民企業或國有企業中作工

卻仍具有「農民」戶籍與村社份地的特

殊工人。當時有兩個現象可以看出這

種趨勢的勢頭：

一是領取離村護照的農民日益增

多。當時規定，外出農民經村社批准

並向領主交納額外代役租後，可在省

財務廳取得有權「離村三年」的護照與

謀生證明書。十八世紀末，這些護照

在一些地區（主要是中央非黑土諸省）

的散發量相當大：雅羅斯拉夫爾省的

護照散發量相當於成年男子的19%，

科斯特羅馬省相當於5-20%，莫斯科

省有10%。十九世紀時，農民護照的

有效期縮短，但頒發數量則大為增

加。1848-1850年間給農民發放的一年

或半年期護照平均每年達100.2萬張，

此外還有200萬張短期憑證7。當時農

村勞動力總共約3,000多萬，可見農村

勞力外出年／人次數在農奴制改革前

已頗為可觀。

二是舊式戶籍與聚落管理日益困

難。作為「公社世界」的俄國傳統社

會，在市場型或契約型組織功能極不

發達的同時，超經濟的或行政型的組

織能力卻很高，當時不僅農村有公

社，城[也有行會與小市民米爾。專

制國家把戶籍與城鄉聚落管理都納入

行政官僚體制。居民點由官方定為村

落或城市，居民戶籍也相應定為農民

或市民。然而市場經濟萌芽後，便出

現了許多「村」莊全不務農的現象。反

之官方把「村」改定為「城市」時，無論

這是否符合「農民」自己的意志，他們

都一律被強制變為「市民」；如不願

意，他們就必須申請「調」到其他村

社。如1772年沃爾斯克、赫瓦雷斯

克、阿特卡爾斯克、謝爾多波爾等一

批村莊改定為「城市」時就出現了這種

情況。奧廖爾省德米特羅夫斯克在

1792年由「村」改「城」時，全村377人

中有350人加入市民等級（其中36人加

入「商人」亞等級，314人加入「小市

民」亞等級），其餘27人仍願為農民，

於是便提出申請，請求允許他們離開

德米特羅夫斯克8。

二  農民等級中的「邊緣人」

隨À時代的變遷，農民等級中的

「邊緣人」群體不斷擴大，他們有：

（1）  「農民工人」。這個群體自

彼得一世時就開始形成。在彼得的

農民等級中有越來越

多的人放棄農業，他

們或者「離土不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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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趨勢的勢頭：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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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多；二是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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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大型企業，尤其是烏拉爾地區發展

起來的冶金業佔有首要地位。而在原

來地廣人稀的烏拉爾本地幾乎沒有勞

力來源，所以烏拉爾的大企業（其他

地方的國有企業也類似）大都使用「編

入農」勞動。「編入農」即從國有農民

中徵調而「編入」工人的人。這種「編

入」屬勞役徵調而不屬僱傭關係，「編

入農」的等級身分、隸屬關係不變，

村社中保留有份地，但他們被「編入」

的時間越來越長。在1807年，大約6%

的「編入農」被定為「永久工人」，其餘

的則按規定不允許廠方強制留用。但

實際上，各工廠仍然大量羈留非「永

久工人」的「編入農」，於是形成了所

謂的「工廠農民」群體。

除國營大廠外，「領有企業」（按

農奴制勞役原則組織的貴族企業）、

國有而租給貴族經營的企業也大量使

用「工廠農民」，甚至平民私人企業亦

「普遍地採用編入農的強制勞動作輔

助工作」9。十九世紀初，「編入農」

和「買進的工人」佔2,419個登記企業勞

力總數的31.7%，臨時徵調的領主農

民佔20.6%，僱傭工人只佔47.7%。

「編入農」進工廠，對公社體制的

衝擊還不太大（因為他們無論在村社

還是在工廠，都不過是「命令經濟」中

的強制性勞動或者說是勞役）。但

十九世紀後日益增多的持護照進城打

工的農民就不同了，他們在城謀職已

屬僱傭性質。但農民的戶籍等級、

農奴—公社社員的身分和耕種份地的

義務都仍然如故，這勢必產生許多問

題。到十九世紀中葉，這種農民在

「農民工人」中已佔了多數。

（2）  「經商農民」或譯「商農」。在

「公社世界」的身分等級制下，經商本

是一種特權，它往往由官商和商人行

會所壟斷。農民經商是不被允許的，

尤其是不許進城經商。如1777年彼得

堡市政廳文件就規定：「農民在城市

和工商業區，絕對不許自己或代他人

進行交易，也不能開設店鋪或酒

窖。」1755年的海關條例也指出，「農

民到海港進行貿易是不被允許的」bk。

但是，對市場的嚮往仍然使許多農民

不顧禁令，進城闖天下。初看起來，

他們經營的條件是極為惡劣的：他們

不僅受到官廳和商人行會在政治、法

律上的排斥，而且受到行會壟斷組織

在價格、渠道等方面的經濟排擠。由

於農民不能加入行會，他們常常只能

單槍匹馬地向高度組織化的傳統商業

挑戰。由於在很長一個時期，農民在

城沒有合法置業權甚至經營權，他們

只能在行會之外「非正式地」經營，或

者頂À「公社主」——領主的名義經

營，而且要付出很大代價租用別人的

舖面或店場。他們不僅在城[交納的

商稅稅率遠比行會商人高，而且還要

負擔原有農奴義務，並為領主與村社

允許其進城預支額外的費用。連沙皇

在1812年5月22日的敕令中也認為：

「加在經商農民身上的賦稅對他們來

說是極為沉重的，因為它與他們大部

分人的買賣不相稱。」最後，更為致

命的是他們並非自由人，領主與村社

有權「隨時停止自己農民的商業活

動，使他破產，把他招返農村，並且

迫使他在田[耕作」bl。當然，實際上

這種事例並不多見，因為在經商農民

集中的歐俄中部非黑土各省，人多地

少，農村勞動力過剩，把他們招回去

對村社、對領主都沒好處。但領主、

村杜卻可以以此要挾經商農民，迫使

他們付出更高的代價。

然而，經商農民佔有幾項行會商

人所不及的優勢：一是他們與農民經

在「公社世界」的身分

等級制下，農民不僅

在城Ý交納的商稅稅

率遠比行會商人高，

而且還要負擔原有農

奴義務，並為領主與

村社允許其進城預支

額外的費用。連沙皇

也認為加在經商農民

身上的賦稅極為沉

重，與他們大部分人

的買賣不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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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農村市場的直接聯繫，使他們在

構成不發達社會的市場主體的這一領

域中如魚得水。用蘇聯時代學者的話

說，就是他們更善於「剝削農民」。二

是他們雖無行會的特權，但也沒有行

會的惰性；雖然得不到行會的保護，

卻也不受它的束縛，因此其經營的積

極性與靈活性都為行會商人（當然更

不要說官商）所不及。三是他們那種

「置於逆境而後順」的創業精神，以及

擺脫了傳統道德與行會規範的那種不

擇手段的行為方式，也是頗有些貴族

氣的行會商人所無法相比的。

因此，先天不足的經商農民很快

在城[崛起。他們先在零售貿易，後

來又在批發貿易甚至海外貿易方面與

行會商人展開了競爭。資本龐大而又

享有各種專買專賣特權的行會商業在

這些進城農民「商業游擊隊」式的打擊

下迅速敗落，一時驚呼四起。早在

1766年，彼得堡502個行會商人便聯

名向元老院申訴說：「在彼得堡以本

地商人的名義出現的大量增加的農民

把所有生意都搶到自己手中，無論在

海外市場或是在整個彼得堡、在街

頭、在居民住宅[、在酒窖店鋪中、

在十字路口的攤頭上，（農民）到處都

在做買賣。而且還到全城各處和各住

戶去兜售。農民越來越多，就把商人

的生意全部奪去。」到1825年，莫斯

科商會也驚呼：「大量的經商農民，

完全佔有了前此為商人和工商業區居

民所從事的城市各行業和商業的很多

部分。」「當這些農民來到城[時，他

們不安於在店鋪[做生意，而多半是

到客店或各住戶去兜銷。由於農民到

各縣跑遠路生意的流行，在很多城市

中，商人的貿易就完全衰落或者減

退，其中大部分人只得脫離行會轉為

小市民，」「城中的全部零售貿易，都

轉到經商農民手中了。」1823年莫斯

科商人烏沙科夫說：「我們的國內貿易

大部分已轉移到農民手中。」1840年，

另一莫斯科商人又訴說道：「由於對

農民的寬容，城市中整個（傳統）商業

不僅停頓了，而且簡直可以說是已經

死亡和消滅了。」「經商農民每人經常

有10到20個伙計派到各鄉推銷其商

品，致使城市商店的商品全部積壓。

整個商業系統完全衰落並徹底瓦解

了。」1841年，莫斯科商行報導「經商

農民」數量一年比一年增加，把原有

的商人擠出了商業。而彼得堡則有人

寫道：「至少有5萬農民像寄生蟲那樣

在經營那些不允許他們做的生意。」bm

這些行會商人的驚呼當然有些言

過其實，但「農民企業家」的崛起確實

令人驚訝。在莫斯科省，1766年時

「經商農民」約佔全部經商人口的

2.7%，而到了1845年已增至44.2%，

數目已超過行會商人（31.2%）和小市民

（24.6%）。1766年，整個莫斯科省只

有經商農民1,103人；而到了1845年，僅

在市區的經商農民就已達5,563人bn。

不少「農民企業家」由商而工，甚至成

為富可敵國的巨擘，如著名的莫羅佐

夫家族、格拉喬夫家族、布特里莫夫

家族與博里索夫家族等等。他們擁有

大量商店、工廠與作坊，富比貴族，

役使了數以千計的工人，而且脫離農

業達幾代之久。但直到1861年農奴制

改革前，他們在戶籍上仍是「農民」

（農奴—村社社員），而且在村社中仍

保留有份地，只有少數經過「贖身」而

轉入其他身分的人例外。

莫羅佐夫（C.B. Mopo o , 1770-

1862）是這少數人中的佼佼者。他原

先是「領主農民」（農奴），曾在村社中

種地，當過牧人、馬車夫與織布工，

還曾因負債而立下賣身契，每年只得

1841年，莫斯科商行

報導「經商農民」數量

一年比一年增加，把

原有的商人擠出了商

業。不少「農民企業

家」由商而工，甚至

成為富可敵國的巨

擘，如著名的莫羅佐

夫家族、格拉喬夫家

族、布特里莫夫家族

與博里索夫家族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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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經營分活站，逐漸發家。1820年，

他與4個兒子一起花1.7萬盧布（當時

是一筆巨款）贖身後成為市民，其經

營範圍也由絲織業擴展至毛紡、織

布、紙品諸廠。到他兒子手[時，莫

羅佐夫家族已擁有四大公司，上萬

工人。

（3）  「工業村」現象。除了進城的

「農民工人」與農民企業家外，還有更

多的農民「離土不離鄉」，就地脫離了

農業。中央非黑土地帶諸省因人多地

少，土壤貧瘠，而交通又比較方便，

距離主要消費中心不遠，便成了這種

現象的發源地。產生這種現象的原

因，並不全是農業勞動力過剩，以下

幾個因素也不可忽視：

第一，俄國氣候寒冷，冬閒時間

特別長，因而農戶可用這段時間從事

工副業。由於「閒了也是白閒」，勞動

力價值幾乎等於零，因而即使邊際產

出率與勞動報酬極低，農民也樂此不

疲。因為「掙得少總比不掙好」。例

如，用大麻或亞麻紡線是俄國農村姑

娘冬季最主要的活計，如果計其貨幣

收入，每人每周僅能掙60-70戈比，那

實在是微不足道。但這個行業直到十

月革命時仍然盛行不衰。原因很簡

單，如果不紡線，農村姑娘的勞動力

就只能閒置bo。

第二，在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俄

羅斯，城市的功能不僅與西歐式的市

民自治社區與工商業中心不同，也異

於像諾夫哥羅德那樣的古羅斯市民社

會。專制政府對城市的嚴密控制使它

成為軍事—行政堡壘，這對民間工業

的發展並不特別有利。因此，在一定

的歷史時期內，「俄國的城市基本上

是行政與商業中心，工業主要分布在

農村」bp。

第三，這也是最重要的，由於

領主—村社—專制國家對農民的身分

性限制，使他們難以「離鄉」，或者說

「離鄉」的機會成本與經濟成本都十分

大，同時由於這些限制阻礙了勞動力

市場形成，勞力的價值無法體現，上

述第一個原因才能起作用。

因此，十九世紀俄國的農村工業

出現了相當顯著的進展。而且隨À市

場經濟成分的增長，還出現了由餬口

型、副業型家庭手工業和手工工場這

兩個形態向經營家庭工場轉化的趨

勢。前一個方向比較好理解。由於農

業經營條件的惡化與比較效益的下

降，也由於市場的制約作用，農戶的

家庭手工業生產逐漸由餬口型向經營

型發展，並成為收入的主要來源。只

是由於村社份地制的存在，他們還沒

有完全放棄農業。但家庭手工業已不

再是副業了，「恰恰相反，農業才是

家庭手工業者的副業」bq。而第二個方

向則似乎是與一般所理解的常規（家

庭生產為工場生產所替代）相反的，

「不是家庭手工業經過長期的演變發

展成工場手工業和工廠，恰恰相反，

是工場手工業發展出家庭手工業」。

例如，俄國十八世紀中葉以後興起的

棉紡織業，一開始集中在大型手工工

場中，但由於是手工生產而無需大量

原始投資，因此農戶能夠成功地與工

場生產進行競爭。久而久之，甚至資

本家也感到把棉紗送到工人家[去織

布，要比把這些織工集中在大工場中

更有利。於是在1825-1850年間，俄國

的棉紡織業發生了迅速的分散過程。

大工場逐漸變成了對農民家庭企業進

行供料收貨的包買商，而農家的副業

性生產則發展成獨立的家庭企業，並

幾乎壟斷了織布的生產。此後有些家

庭企業甚至進一步拓展經營，擺脫包

十九世紀俄國的農村

工業出現了由餬口

型、副業型家庭手工

業和手工工場這兩個

形態向經營家庭工場

轉化的趨勢，許多農

村變成了「工業村」。

由於村社內的合作習

慣與互相仿效，往往

整個村子從事同一行

業，因而出現了專業

化與「一村一業」的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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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土不離鄉」

買商的控制，又從為包買商生產的依

附形式發展成獨立的自由形式br。

於是，到了十九世紀前半期，許

多地方農民「離土不離鄉」已成風氣。

在中央非黑土諸省，許多農村變成了

「工業村」，著名的如莫斯科省的伊凡

諾沃村、科斯特羅馬省的達尼洛夫

村、特維爾省的基姆拉村等等。這些

村的一個共同特點是，由於村社內的

合作習慣與互相仿效，往往整個村子

從事同一行業，因而出現了專業化與

「一村一業」的趨勢。如紡織村伊凡諾

沃、冶金村巴甫洛沃、製鞋村基姆

拉、製釘村烏羅姆斯基、製爐村布爾

馬基諾、製鎖村巴甫洛夫斯克、角製

品村馬卡里耶夫等，當時都聞名全

俄，有的甚至在整個歐洲都有影響。

不少鄉村企業就地「坐大」後開始向外

擴張業務，在外地投資，實行工商聯

營。如「伊凡諾沃村來的工廠主」當時

便經常成為許多城市傳媒議論的話

題。而他們那種「游擊隊」式的靈活經

營方式也對城[那些惰性十足的官辦

企業、領有企業形成了衝擊，以至於

「莫斯科工廠主幾乎都來仿效伊凡諾

沃村人及其他農民工廠主」了bs。

「工業村」中不僅有農民私人企

業，也有村社辦的企業。在「農之子

恆為農」已難乎為繼、農民改業離土

之風已成的情況下，為了維護「公社

精神」，當時官府曾竭力提倡後一種

企業。如維特伯爵（他後來成了力主

廢除村社的「改革派」，但在當時，他

還是「公社精神」的狂熱鼓吹者）就曾

主張「公社作為一個集體組織工作在

有設備的非農企業中：打獵、製鹽、

採石、開礦、捕魚等等。在公社與勞

動組合中，農民可以建造酒廠，並構

築公共設施」bt。維特轉變為「個人解

放」論者以後，曾這樣解釋統治者當

時對這種「公社生產」的熱心：「從行

政警察的角度看，村社也更為方便，

放一群牲口總比一頭一頭地放來得輕

鬆。」ck

隨À這種農民工業的發展，許多

「工業村」還流入了大量外來勞動力，

從而使聚落規模不斷膨脹。但在當局

不願改變村民身分的情況下，它們

總也不被承認為「城市」（ ），而

只是由「村」（ ）變成了「大村」

（ ，又譯「村鎮」、「關廂」、

「郊莊」，當時特指由非「市民」組成的

大型聚落）。前述的伊凡諾沃就是這

樣一個典型的「大村」，在這個土地貧

瘠的地方，原屬貴族舍列美切夫領有

的農奴—村社社員紛紛變成了棉紡織

業主，一時農民企業雲集，竟使它與

附近另一個「紡織大村」沃茲涅先斯克

連成一片，成為聞名全俄的「農民

城」。

三　身分制的廢除與「離土
　　不離鄉」的消失

總之，當市場經濟之潮湧來之

時，處在層層束縛之中的俄國農民出

於生存的本能與發展的欲望，捆À手

腳在商海[游泳，居然也取得了令人

刮目相看的成績，稱之為「奇N」亦不

為過。但是，這一切與其說是因為村

社這類羈絆有甚麼積極功能，勿寧說

是因為與農民相競爭的那些成分，諸

如行會商業與官商、領有工廠與官營

企業積弊太重，以至於連受到束縛的

農民經濟都比它們強。

誠然，村社—領主的庇護功能在

某些特定條件下也能發揮有利作用，

如「一村一業」現象的出現就與村社內

技藝傳授的傳統有關，而某些頂À領

隨]農民工業的發

展，許多「工業村」流

入了大量外來勞動

力，從而使聚落規模

不斷膨脹。但在當局

不願改變村民身分的

情況下，它們總也不

被承認為「城市」，而

只是由「村」變成了

「大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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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作虎皮」的效果。但總的來看，傳

統共同體羈絆對農民走向市場決不是

有利的，而上述農民等級中邊緣群體

的出現，也決非出自農民之所願。

「農民工人」、「經商農民」與「工業

村」，都是在農民改得了業卻改不了

身分，脫離了土地卻脫離不了共同體

羈絆的情況下出現的。勞役性質的工

廠「編入農」固然曾被農民「視為極大

的不幸」而百般規避，十九世紀上半

葉甚至還發生了頻繁的「編入農」暴

動。當時的檔案也說，他們「從農村

生活向工廠生活的轉變是如此艱難與

悲慘」，「與美洲種植園中飽受折磨的

黑奴之遭遇十分相似」cl。即使非勞役

性的自由打工農民，也因其身分未變

而被迫從微薄的打工收入中支付相當

部分用於履行「農民」義務。至於「經

商農民」更是不願戴À「農民」這頂帽

子，而極力要求取得與城[企業家平

等的地位。沙皇當局雖然在他們出色

的商業成就面前不得不一再放寬對他

們的限制：1799年正式批准他們可以

憑贖買來的證書經營商業；1804年向

其開放零售業，但限制經營某些商品

種類，禁止批發，並禁止僱工超過

2人；1806年又開放批發業與外貿商

業；1824年才正式承認他們可以經營

市民等級所能經營的一切業務，但須

花額外費用領取特別的證書。正由於

這一連串歧視，不少「農民企業家」都

力求花巨款「贖身」成為正式市民，但

領主們視他們如搖錢樹，往往對他們

花高價「贖身」也予以拒絕。由於身分

制的束縛，他們的經營目標與投資取

向都受到扭曲，從而成為一種「特殊

的變態的經營人口」，而他們的資本

也成了「變態的商業資本」cm。「一村

一業」的農民非農化，雖然得益於村

社傳統，但它的進一步發展也為這種

傳統所阻礙。在村社的圈子[，「工

業村」無法城市化，村民也無法成為

自由商品生產者。

但反過來看，這些農民邊緣社群

的出現，卻是對公社世界的一大衝

擊，它表明狹隘的共同體已不可能有

效地禁錮其成員，農民已經不滿於它

的束縛，同時也不那麼依賴它的保護

了。從這個角度說，身分性農民的非

農化浪潮是一種過渡性現象，它終將

通過身分壁壘的崩潰而走向農民的

「市民化」。

在市場經濟之潮的衝擊下，俄國

終於在1861年廢除農奴制，身分性

戶籍隨即取消。1 9 0 6年的斯托雷

平改革，開始廢除村社制度。至此，

十九世紀前期一度使用頻繁的「農民

工人」（  ）、「農民匠

戶」（  ）、「經商

農民」（  ）、

「農民企業家」（

）之類稱呼逐漸消失cn。

「農民」自此不再是一種身分而只是一

種職業，改了業便不再是「農民」，而

許多「工業村」也不再是「村」了。如前

述的伊凡諾沃村，便於1871年（農奴

制改革不久）與沃茲涅先斯克村合併，

設置伊凡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市——

俄國紡織工業中心之一。離土不離鄉

的俄國「農民」很快便匯入現代市民社

會中去了。

總之，離土不離鄉，即脫離了農

業卻仍保持「農民」身分的現象，並不

是甚麼玄妙事物。它與「文化傳統」沒

甚麼關係，也不能僅從產業意義上把

它等同於「兼業」或「原始工業化」。事

實上，伊凡諾沃的「農民」已經專業務

工而不再兼營畎畝，其技術水平也不

比當時的城市企業「原始」多少。然而

農民邊緣社群的出

現，表明狹隘的共同

體已不可能有效地禁

錮其成員。身分性農

民的非農化浪潮，終

將通過身分壁壘的崩

潰而走向農民的「市

民化」。在市場經濟

之潮的衝擊下，俄國

終於在1861年廢除農

奴制，身分性戶籍隨

即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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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身分制存在，則農民要改業

就必然會出現改了業改不了「農民」身

分的局面，身分制一旦取消，也就

不再有這種事了。這時哪怕仍有農

工、農商兼營者，也與城[的「多種

職業者」一樣不再構成一種特殊的身

分性群體。「離土不離鄉」的實質不過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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